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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争政治、底层政治到非抗争政治
———农民上访研究视角的检视、反思与拓展

陈锋

( 北京工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124)

摘 要:通过学者所借鉴的理论来源与分析的经验基础，可以对既有的农民上访研究的三种分析框架进行检视与

反思，并提出一些拓展的可能路径。“权利诉求—抗争政治”与“道义伦理—底层政治”分析视角受西方社会运动
理论与底层政治理论的启发，对于中国农民上访的研究有着开创性意义。但也因理论思维的束缚，而共享了“抗
争”这一基础性假设，遮蔽了中国农民上访的复杂性。在深度经验探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揭示出了农民上访类
型与性质的多元化，实现了农民上访研究从“抗争政治”到“非抗争政治”的范式转换。为了更加深刻理解农民上
访的性质，可以引入国家的视角、关注结构与行动的关系，以及探究农民政治文化等几条路径来拓展农民上访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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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
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
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
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
的活动。①信访通常也被称作上访。近二十年来，
包含个体上访和集体上访在内的农民上访数量日

益增多，甚至在一些地区引发了一些群体性事件，

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农民上访研究也就
成为了理解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切

口，进而为形成有效的解决方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

参考依据。当然，学界持续关注农民上访，既是因
为一些学者秉持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政治关怀，也是

因为农民上访这一经验现实构成理论探究的源泉，

通过理解中国农民的“抗争”，可以进一步的与西

方的抗争政治理论展开对话，甚至可能建构中国本

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李连江、欧博文、于
建嵘等为代表，最先将农民上访视为一种依法或以

法的维权抗争，其后的许多学者都遵循了类似的思

路，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权利诉求—抗争政治”
论。在这一研究视角中，农民上访即是由于地方政
府侵犯了农民的权利与利益，农民天然地成为弱势

群体，农民上访是一种抗争政治。这一视角最为简
单，也最符合大众及媒体的惯性思维，也成功的将

农民上访问题形塑成社会聚焦的热点问题。农民
维权抗争论虽然在情感上和惯性思维上最易被大

众所接受，但学术研究却没有就此止步，中国经验

的复杂性恰恰给予了学者充分的思考与分析空间。
在另一些学者看来，农民上访虽然可以视为抗争维

权，但并非完全基于理性和西方意义上的“政治
性”，农民上访具有草根性的特点，不能仅仅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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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中的“利益”进行阐释，中国文化伦理中的
“气”是农民抗争的另一重要驱动力。“道义伦
理—底层政治”的分析框架无疑大大拓展了“权利
诉求—抗争政治”的解释范畴。道义伦理论与维
权论虽然在对农民上访原因的解释路径上有所差

异，但是对农民上访的性质却是共享了“抗争”这
一假设，对于农民这一群体也秉持同情的心理，无

形中为他们贴上了“弱势群体”的标签。然而，农
民是个抽象的词汇，上访的农民也是一个抽象的群

体，并不能用弱势群体所能统一指称。近年来，一
些学者通过全国范围长期调查发现，农业税费取消

以后，政府侵权的行为虽然仍然存在，但并不构成

农民上访的主流，农民上访的类型非常多样，农民

上访更多是在国家治理转型、乡村治权弱化与资源
流变背景下的利益博弈。农民上访的性质不能将
此简单视为抗争政治，而是一种非抗争政治。
已有的三种理论视角既是相互补充，又是截然

对立。那么，学者之间何以产生这样的视角差异?
我们又如何进一步推进对农民上访的研究? 这些

问题无疑需要我们对其进行系统的检视与反思。
本文将从学者所借鉴的理论来源与分析的经验基

础去检视与梳理。毕竟，任何一个解释框架的提
出，通常既是基于经验现象的归纳、提炼与总结，而
且来自学者对既有理论的借鉴、反思与再创造。
通过对农民上访研究的检视，我们不仅可以对

既有研究的不足提出反思，而且可以进一步提出一

些拓展农民上访研究的路径。

二、权利诉求与抗争政治

在农民上访研究中，“权利诉求—抗争政治”
的分析路径，主要受到西方抗争政治理论的深刻影

响。抗争政治理论最初发端于西方学界对于二十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和欧洲发生的各种社会运

动的理解，因此通常称为社会运动理论。此后，随
着理论的推进和发展，也为了将集体行动、社会运
动和革命等理论进行整合、比较，蒂利、塔罗、麦克
亚当等学者又将其总括为“抗争政治”［1］，以此来
统摄相关的概念与理论。抗争政治的分析范式将
社会运动从阶级斗争之类静态的结构分析转向了

社会运动过程的动态分析，并从最初占据主导的、
具有社会心理主义倾向的“相对剥夺理论”，通过
批评反思而逐步发展出了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
理论等。抗争政治隐含着抗争的政治属性，其主要

指向集体利益与政治权利的诉求，是一种公民社会

的民主政治参与。例如，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
理论就认为社会运动主要是为了改变参与者所处

的政治环境的某些方面。［2］许多社会运动的话语
过程都是围绕着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而展开的。［3］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抗争”这一个词中的反抗
与斗争指向的就是压迫、剥削、不公正、不民主等，
抗争的合法性也就建立起来了。抗争是民主的源
泉或者说抗争是民主化的动力，这通常是一个隐含

的假设。［4］民主源于民众抗争，并且动员和重塑民
众抗争。［5］

可以说，西方的抗争政治理论深受其渊源已久

的民主理论影响，从而将抗争与政治发展紧密联系

起来，社会抗争就不仅意味着权利的维护，而且还

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不过，西方的抗争政
治理论主要是基于西方的社会运动现实发展起来

的理论，他们主要针对的是规模较大的，有组织化

的社会运动进行分析，它们往往是社会与国家视野

中的抗争。在专业化的动员、机会的把握、得失的
算计背后，贯穿着奥尔森式集体行动的逻辑，其骨

子里却未脱离个体本位的理性选择的色彩。［6］因
此，他们视野中的抗争一般蕴含着强烈的“政治
性”，有着强烈的权利政治的民主化内涵。西方的
抗争政治理论主要用于分析学生运动、民权运动、
环保运动、女权运动等等，主要是中产阶级为主体
的利益表达和认同表达。而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
期，在美国和西欧，劳工、农民和底层反抗就已经被
边缘化，不构成社会运动的主流。
当下的中国农民上访研究深受西方抗争政治

视角的影响，相关研究著述也最为丰富。抗争一词
由此得到广泛应用，并主要在基于利益表达的“维
权”范式框架下进行分析，尤其是以上访研究最为
典型，将农民上访视为一种抗争形式。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李连江和欧博文通过对农民的上访
行为的研究，发现其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

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官员

的侵害，并以“依法抗争”的概念作为指称。［7 － 8］于

建嵘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有组织抗争”和“以法抗
争”，认为这一种“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
益代言人为核心，动员组织其他农民，旨在确立农

民这一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的
政治性抗争。［9］他强烈的政治热情使其过早从经
验中抽离出了结论和判断，遭致多位学者的批评与

质疑。应星以“合法性困境”为基点，分析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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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利益表达中的“草根动员”在表达方式的选择
上具有权宜性，在组织上具有双重性，在政治上具

有模糊性的特征，批判了于建嵘对于草根行动者形

象的理想化认识和对农民抗争的组织性尤其是政

治性的过于夸大。［10］吴毅则从场域而非结构的角
度，对一起石场纠纷案进行了深度分析，他指出，农

民利益表达的困境导因于各种既存的“权力—利
益的结构之网”的阻隔，兼而批判了“以法抗争”的
抒情化想象。同时，他认为应星忽略了转型期中国
政治之复杂性和过渡性的特点，不自觉地陷入“民
主—集权”这一泛政治化思维陷阱。［11］吴毅的个案
研究提醒我们要注意维权行动的社会生态，但也忽

略了相当一部分基于利益表达的“现实性冲突”可
能转向“非现实性冲突”，以及一些本身就非“利
益”表达型维权的农民上访，更无法解释当前农民
上访越来越多的局面何以没有在“权力—利益结
构之网”中消解。于建嵘在随后的回应中坚持认
为农民维权是一种底层政治的行为，然而其所指称

的农民的有组织性和政治性，却是对底层政治两种

内涵的双重误读。事实上，无论是印度底层学派所
用的“底层政治”概念，还是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
武器”和“日常抗争”，都是一种前政治的抗争方
式，其专业性和组织性都不高，更不用说抗争政治

意义上的“公共性”了。中国的抗争研究大多选择
与西方抗争政治理论对话，容易循着社会运动教科

书把一切案例写成“走向成熟的成长史”，而这恰
恰是被底层政治理论批判为“假历史”。［12］

当下中国农民的研究以“权利诉求—抗争政
治”为主流，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中心的范式。这一
范式对于我们理解农民上访的发生、组织机制和行
为特征颇有价值，但这些研究存在着只有社会而无

国家、偏重解读而忽视解释以及受意识形态影响过
大等不足，致使理论上难以取得重大突破。［13］事实
上，西方抗争政治理论在后期的研究中，已经日益

凸显国家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①，在形塑社会抗

争中国家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而在当下发生的中
国农民上访现象，正是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发生大

转型的变革时期，因此，探究农民上访与国家治理

变迁的关系可以大大拓展农民上访的研究。值得
注意的是，中国农民的上访不仅是基于权益的受

损，而以上访作为维权的武器，更多的上访还具有

一种求援的性质。他们期盼通过国家与政府的介
入来解决他们生活中遭遇的困难、纠纷等，因此农
民与国家并非对立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农民上访

研究中找回被悬置的“国家”，不仅有助于增进对
农民上访性质的理解，而且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特色

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重要切入点。

三、道义伦理与底层政治

在对农民上访现象的另一条解释路径中，“道
义伦理—底层政治”的视角则反对西方抗争理论
的精英视角，底层在精英视角中是缺席的，它暗含

了“底层无政治”的假设。就在底层的反抗被理论
家们遗忘的时候，斯科特坚持认为底层群体的反抗

有其独特性，有着与公开政治不同的隐藏文本下的

秘密政治;同时印度底层研究( 又称“庶民研究”)
的学派更是要拒绝本民族历史的“西方式解读”，
要重新书写本民族的历史，去书写与西方“公民社
会”不同的“政治社会”。因此，斯科特与底层研究
学派采用两种不同的“反抗史”的方式共同发现并
书写着“底层政治”，构成了与西方“抗争政治”的
对垒。［12］

斯科特的学说，从其三部著作的书名中基本上

概括了其理论要点，即农民反抗的性质及合法性是

一种“道义经济学”，农民反抗的形式和特点是“弱
者的武器”，而“隐藏的文本”则是农民行为选择和
意识形态特征。首先，从分析对象来说，她更为关
注和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因为对于
农民来说，那些在国家层面造成威胁的大规模的、
结构变迁的运动或者正式的、有组织的、公开的抗
议运动是相当稀少的，且革命结果未必是农民真正

想要的，同时也是过于奢侈的。［14］其次，从抗争方
式来说，农民主要采用的是弱者的武器，如偷懒、开
小差、装糊涂、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暗
中破坏等，这些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了直接地、象
征性地与权威对抗，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是与农民的

社会结构最相适应的。［15］第三，农民抗争的行为选
择的特征和意识形态是与“公开的文本”所相对的
“隐藏的文本”，他认为“公开的文本”并不表现从
属者的真正观念，它可能只是一种策略。隐藏的文
本则是一种隐匿在后台的话语和实践，从而避开掌

权者的监视，底层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独立而且统

一的。［16］第四，农民的抗争的性质是基于生存道义
的，农民之所以反抗对因为那些人从他们那里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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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生存伦理植
根于农民社会的经济实践和社会交易之中。［14］16 － 36

应该说，斯科特的农民反抗研究提供了农民抗争的

全新对象，关注到了大多数世界的大多数人的大多

数反抗方式，让人们看到了被主流称为“非政治阶
级”的农民反抗不仅是“有”的，而且是“有效”的。
印度底层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古哈、查特杰等，

并连续出版了《底层研究》文集。早期的研究主要
是以殖民时期的“人民政治观”进行重写历史。古
哈强烈反对精英主义史学观源于狭隘、偏颇的政治
观，他认为“人民的政治”这个自主领域有其自身
历史。［17］印度底层学派对底层意识的寻求带有强
烈感情色彩，这也招来一些批评。批评者认为这样
容易导致精英主义与底层意识的对立，底层研究成

了底层叙述，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割裂历史。斯皮瓦
克就指出底层学派以底层作为历史书写的主体，有

本质主义之嫌，底层本身不是纯粹的统一意识，同

时社会的流动性也决定了底层不是铁板一块。［17］

由此，有学者进一步反思并认识到“底层历史是碎
片化的、不连续的、不完整的，底层意识内部是分裂
的，它是由来自支配和从属阶级双方经验的元素构

建起来的”［18］。同时随着底层研究的主题越发广
泛①，底层研究从殖民时期的“人民政治观”转向后
殖民时期的“大众政治观”，“人民的政治”也就变
成了“被治理者的政治”［19］。值得一提的是，查特
杰发展了古哈的理论，成为底层研究学派最重要的

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政治社会”这一概念，其指
称的是盘踞于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一个被治理

者与治理者之间互动的实践领域。在政治社会中，
一些中介行为得以进行，在这个协商的中介过程

中，民主的可欲性与实践性得到了体现。［20］查特杰
表明，“被治理者”自身主体化的过程与“治理者”
的力量处在不断斗争中，公民并不仅仅是被治理者

的客体，同时也是民主的实践者，他们知道如何在

政治社会中实现自己的权利。［19］由此，我们可以看
到底层研究学派中的大众抗争，虽然不是以公民社

会的手段进行政治参与，但他们用了公民社会无法

运用的手段扩展了自由和民主。底层抗争的合法
性则是要求如居住地、生计等作为生存权利资格，
这与当代权力统治的一个主要特点“国家的治理
化”相契合。这一统治方式之所以获得合法性，不
是通过公民参与国家事务，而是通过宣称为军民提

供幸福生活。［20］34这样，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就
有了策略政治平衡的谈判空间。

斯科特与底层研究学派都被划归为“底层政
治”的视角，他们都声称继承了葛兰西的理论渊
源，但强调的对象却不同，斯科特研究的是大多数

世界中的沉默的大多数的日常抵抗，而底层研究学

派研究的则是大部分世界的公开政治。因此，斯科
特所说的“底层政治”是秘密的、无组织的、欺骗性
的、没有公开行动的; 而底层研究学派所阐述的
“政治社会”则是一种公共的、公开的政治，只是对
精英主导的公开政治的重写。［12］显然，二者对于
“底层政治”的定义是不同的，有学者曾对二者的
差异及原因做了详细的梳理。“是否存在有组织
公开行动”与“是否存在统一底层意识”则是二者
之间的重要分歧，斯科特认为底层是有统一意识形

态但无组织、无公开的行动，底层研究学派则认为
是碎片化意识形态下的有组织的公开行动。不过，
这种理论的分歧可以在“片面的深刻”中各自得以
发展，现实中的底层抗争或许在二者之间有着广阔

的中间地带、灰色地带，也很可能都非二者的叙述
形态。对于后来的研究者而言，底层政治的两种不
同书写形式却可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完整的“底
层政治”，并充分借鉴其分析问题的方法。对于农
民与基层组织互动的政治行为，我们需要挖掘农民

行为的“隐藏文本”，即农民政治行为发生的内在
机制，而非表象。同时，我们要深刻理解被治理者
的政治则是必须理解治理者的政治，被治理者的政

治正是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互动中产生的。［20］

底层政治的路径在分析中国农民抗争的研究

著述相对运用得较少，但近年来其影响正在呈现日

益增大的研究趋势。尤其是斯科特的研究正在越
来越多地熏染当下的中国乡村研究。［21］一方面，是
从抗争策略研究上，产生了一系列的类似的相关成

果，比如石发勇的“依关系网络”［22］抗争、徐昕的
“以死抗争”［23］、折晓叶的弱者的“韧武器”［24］、罗
亚娟的“依情理抗争”［25］等。另一方面，从抗争视
角的转换上，有学者提出从“策略”到“伦理”的转
换，认为伦理视角在研究中国农民抗争研究中有独

到的解释力。［26］应星最早指出，乡村集体行动“再
生产”中的作用机制是伦理性的“气”，而非利益和
理性，是“基层政府对农民上访精英惯有的强力打
压引发了反弹”［27］。“气”是人对最初所遭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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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改革、民族主义运动，还将学院和大学、医院、人口普查等现代国
家和公共制度方面纳入进来。



权利和利益的侵害，而后在这种侵害又上升为人格

侵害时进行反击的驱动力，进而由权利问题转为人

格问题，因此他强调的是“被承认的政治”［28］，而非
仅仅是为权利斗争。［6］118

应该说，应星引入“气”这一伦理的视角来分
析农民的抗争行为是很有创新价值的，只是遗憾的

是，应星将“气”囿于农民与政府对抗的视野中而
失去了更大的解释力。“气”的产生的结构性原因
在广度和深度上仍有拓展的空间。事实上，既有的
多数研究往往基于上访案例来分析农民与政府之

间关系，缺乏对个案的延伸性与扩展性研究，而忽

略了个案发生的前史与后果，进而忽略了农民上访

这一行为背后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
从少数个案以及初步比较的分析上，学者已经开始

初步触摸到农民“非抗争政治”的结构性动因，譬
如，有学者发现农村经济社会分化所累积的“气”
在富人治村中引燃［29］，还有学者发现农民行动单

位的不同导致不同地区农村公共性程度和农民组

织能力的差异，进而形塑出不同的农民上访行为逻

辑。［30］也就是说，村落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对于
农民上访的形塑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在基
层调查中，我们还发现，村落的政治结构也是促发

农民上访的主要原因，一些因为选举而引发的不同

派系之间的争斗，间接地通过上访进行激烈的表

达。因此，我们通过对结构的关注，可以大大增加
我们对农民上访行动的理解; 反之，通过对农民上

访的理解，也可以更深刻的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特有

的熟人、半熟人的社会结构以及正在发生的结构性
转型所引发的阵痛。更广义上说，我们还要关注国
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它所形成
的政治机会结构与农民上访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利益博弈与非抗争政治

“权利诉求—抗争政治”与“道义伦理—底层
政治”两种解释路径在对农民的政治属性上的解
释并不相同，但却共享了同样的一个假设，即农民

是作为弱者，是弱者对强权的反抗，只是，抗争政治

主要指向的是权利诉求，而底层政治则主要基于生

存道义伦理。从其理论来源的基础来说，抗争政治
理论来源于对西方社会的社会运动的解读，而底层

政治理论中，斯科特是对前现代乡村社会农民政治

行为的解释，印度底层学派中的底层是一种广义的

群体，其抗争性质也与其特定的社会结构密切关

联。任何理论发展总是与其相应的社会现实基础
相呼应的，具有一定的时空特征。因此，我们在理
论的借鉴和运用上尤其要知道理论所生长的经验

基础，而不是简单的套用。
“权利诉求—抗争政治”的解释路径占据主
流，这一理路暗含了对农民政治行为的高度期待，

抗争不仅预示着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而且有助于

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但是既有的理论研究和
经验研究，几乎都对这一分析提出了质疑。著名的
中国农民抗争研究专家裴宜理认为，中国农民对于

“权利”的理解与西方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人的
权利观念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将抗议诉求集中在

抽象的公民权上，其抗争的目标往往聚焦于具体的

权利要求，更主要包含的是一种生存权与发展权。
也就是说，中国的权利概念往往跟政治共同体的道

德义务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公民”一词就字面意
义而言是“公共的个人”，其“隐含的意义是政治共
同体中集体性的成员资格，而非一种相对于国家而

言对个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诉求”［31］。
但是，这并不是说“道义伦理—底层政治”的

分析视角就可以解释当下不断涌现的农民上访。
当下的中国农村正在发生急剧的变革，税费改革以

后国家与农民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乡村社会的各

种资源和利益正在进行重组与分配，农民群体内部

也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分化，而当下官民之间的互动

与冲突正是发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正如孙立
平指出，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

在这一时代中，任何一个经济社会事务都可以成为

一种利益，从中滋生出一群分享这种利益的人，并

围绕这种利益进行博弈，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

结构分化的结果。［32］如果我们放下对农民作为弱
者的假设，具体深入到类似上访户、钉子户的政治
行为的研究当中，可以发现他们的主要诉求即为利

益，而其所运用的政治手段及其所进行的政治参与

主要是一种策略性的运用。因此，他们的政治行为
与其说是一种抗争，不如说是一种博弈。近年来，
华中村治研究群体的大量经验研究显示:农民上访

更多是一种利益博弈而非抗争。
在历史阶段的研究中，学者们观测到了农民上

访行为逻辑的变迁。申端锋通过中部一个乡镇农
民上访的观察发现，农民上访与不同历史时期乡村

治权的大小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后税费时代
一些农民试图通过上访来推动基层组织解决生产

生活困境，另一方面，分类治理能力的丧失使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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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规范中的“信球”与“赖货”①所主导的无理上访
成为了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的一大困境。［33］桂华
通过一个县的农民上访的统计资料发现，农业税费

取消之后，抗争型与揭发型上访所占的比重都呈下

降趋势，尤其是抗争型上访基本消失了，与此相对

的是，求助型与非治理型上访呈明显增加趋势，基

层治理的弱化、基层体制改革以及农村政策调整推
动了农民上访的变化。［34］田先红进一步关注到了
税费改革前后农民上访正在发生重大的变迁，农民

从“维权”走向“谋利”，一些上访专业户正在推动
“上访产业”雏形的产生。［35］陈锋在北镇的调查研
究也发现，无论是从农民的个体上访中，还是从农

民的集体上访或群体性事件当中，农民的上访类型

在后税费时代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表现为维权型

上访大大降低，治理性上访的大量增加并占据主导

位置，而谋利型上访凸显，农民上访主要是一种机

会主义博弈。［36］此外，其他一些学者也关注到了
“赢利性上访”［37］。
在横向的研究中，王德福通过一个村落群体性

事件的分析，发现其实质是“政策激励型”的利益
表达方式，是当前国家惠农政策不断出台以及资源

不断投入造成的农民过高政策预期而形成对政府

的强烈期待并进行片面解读的结果。［38］陈锋等曾
在浙东一个村落的集体上访研究中，发现了“气”
是其农民上访很重要的动力，只是这个“气”的生
成结构则是源于村落中贫富矛盾和公私矛盾的结

合。［29］李祖佩将农民上访的原因划分为基层组织
越位型、基层组织缺位型和农民失范型三种类型，
揭示了农民上访的多元性，并认为学界关于上访研

究的维权和治权两个视角均难以全面理解农民上

访的复杂性。［39］陈柏峰将农民上访分为有理上访、
无理上访与商谈型上访及若干具体小类，他认为分

类治理是疏通信访渠道的有效路径。［40］杨华也将
后税费时代的农民上访划分为治理型上访、谋利型
上访和维权型上访三大类型，并探究了三种上访类

型之间的关系。［41］贺雪峰则从国家与农民的三层
关系对农民上访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三方利益主体

的失衡以及农民上访甄别系统的瓦解，是造成农民

上访增多的主要原因。［42］

华中村治研究群体为代表的学者通过横向与

纵向的双重经验呈现出了农业税费时代前后农民

上访的类型、变迁及其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
系。他们对官民互动或冲突中农民政治行为的认
知，从“抗争”转向“博弈”，主要基于经验基础的提

炼与归纳，较少受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束缚，从

而大大拓展了农民上访研究的视野。从“抗争政
治”转向“非抗争政治”，在意识形态上首先消除了
“不稳定”的幻象并打破高压性维稳体制，因为利
益博弈是一个常态化的治理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

问题。当然，从“抗争”转向“博弈”并不意味着可
以无视当下乡村社会的矛盾，而是要求我们在去意

识形态化、去道德化的前提下，直面当下乡村社会
的真实的利益博弈问题，对其进行条分缕析。否
则，二者之间的纠缠不清所造成的形势误判，所导

致的对策失当，反而形塑了刚性的维稳体制，成为

更多农民上访的重要原因之一。
“利益博弈—非抗争政治”对于当下中国农民
上访的性质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但是对于农民上访

的本质仍有待进一步的揭示。既有的农民上访研
究主要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经验，最长也一般延伸

至建国以后的农民上访史，对于更长历史的农民上

访研究较为缺乏。中国农民上访亘古有之，其表现
形式或许比较多样，但其凸显的内涵却可能具有延

续性。这种延续性的农民上访特征与性质构成了
农民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如若要探究农民上
访的本质，则需要进一步在历史的视野中去探究农

民的政治文化。譬如，裴宜理就对中国农民的“权
利”观有着深度的研究，他就挖掘出了中国农民对
于“权利”的理解与西方存在根本差异，它不追求
抽象的公民权，以及一种相对于国家而言对个人

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诉求，而是主要聚焦于具体
的权利要求。［31］民众选择通过抗议、上访等手段来
争取利益，这并非对权利的觉醒，而是对政治规则

的理解;他们并没有挑战政治规则，而是试图在其

限制之下获得最好的结果。还有学者发现，农民的
权利义务观念并非职能化的一一对应，而是将各种

权利和义务之间的捆绑连带，呈现出实用性、总体
性和公平性的特征。［43］这对于理解当下很多农民
借“上访”之名，来形成对基层组织的反向制衡有
着较大的启示。此外，从农民上访的话语与借用的
意识形态也可以发现中国农民的“非抗争政治”的
文化。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探究农民的上访文化，
或者更广阔地探究农民的政治文化，它是如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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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延续、变迁与重构，这将大大推进“非抗争政
治”视野下的农民上访研究。

五、结语

中国农民上访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归

结起来主要有三种分析视角: “权利诉求—抗争政
治”论、“道义伦理—底层政治”论，以及“利益博
弈—非抗争政治”论。通过对学者所借鉴的理论
来源与分析的经验基础去进行检视与梳理，我们发

现，农民上访的抗争维权论主要借鉴西方社会运动

理论或者说是抗争政治理论，而从伦理视角中提出

“气”则是来自底层政治理论的启发。这些研究主
要从西方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出发，结合中国农民

上访的经验，进行了一些修正性的阐释。“权利诉
求—抗争政治”与“道义伦理—底层政治”两种解
释路径在对农民上访的政治属性上的解释并不相

同，但却共享了“抗争”这一假设，即农民是作为弱
者，是弱者对强权的反抗，只是，抗争政治主要指向

的是权利诉求，而底层政治则主要基于生存道义伦

理。而本着“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44］理念的学
者看来，既有的两种分析视角忽略了当下农民自身

的分化，以及农民上访所呈现出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的特征，从而难以准确把握农民上访的政治属性。
他们认为，农民上访主要是基于利益博弈的非抗争

政治。也就是说，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对于理解中
国经验形成了一种参照，但是过于依赖西方社会科

学理论的学理资源，可能导致中国经验在某种意义

上蜕变为一种摆设与陪衬［33］，西方的社会科学理

论只有还原到其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还原为经验

本身，才能对中国经验的理解更加具有参考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如何能够事先理解中国经验本身也

就十分关键。
因此，无论是理论凝练还是深度的经验研究，

当下的中国农民上访研究仍然具有较大的拓展空

间。一是既有的上访研究主要遵循着“社会中心”
的范式，忽略了背后隐性矗立着的“国家”，而国家
在形塑农民上访的特征与性质方面恰恰有着不可

分割的关系。二是既有的上访研究重点关注农民
上访的行动，却忽略了形塑农民上访的村庄经济、
政治与社会结构，以及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之间
的结构性关系。三是既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当下
的农民上访研究，缺乏历史性的眼光去探究农民上

访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文化，如此一来，农民上访的

性质和本质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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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Fighting Politics，Grass-roots Politics to Non-fighting Politics:
Inquisitive and Ｒeflective Comment Based on Farmers' Petition

CHEN Feng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124，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ationalistic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the analysis of empirical data，we examined the thre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existing research on farmers' petition，and put forward some new possibilities on the ex-
tended research in the future． The perspectives of“right appeal and fighting politics”and“moral ethics and
grass-roots politics”，form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 and grass-root politics，
have a pioneer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farmers' petition． However，under the bondage of theoreti-
cal thinking，these perspectives share“fighting”as basic assumptions，ignoring the complexity of Chinese farm-
ers' petition． In the in-depth empirical studies，more and more scholars revealed the typological and essential di-
versity of the farmers' petition，and thus shifted the paradigm of the research on the farmers' petition from“fight-
ing politics”to“non-fighting politics”． In order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farmers' petition，we can
introduce some new route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farmers' petition，such as state perspective，attention to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e and action，and exploring the farmers' political culture．
Key words: Farmers' Petition; Fighting Politics; Grass-roots Politics; Non-fighting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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